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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能力评价 

及空间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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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上海 200062) 

【摘 要】：绿色创新作为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两大国家发展战略的结合点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区域

是绿色创新的载体,区域绿色创新能力的准确评价和区域间绿色创新能力空间特征的分析,有助于联系紧密的区域

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综合运用共线性-变异系数分析方法对已有文献涉及的评价指标进行筛选,确立由绿色创新投

入、绿色创新产出、绿色创新基础 3 个一级准则层,46 个评价指标构成的区域绿色创新能力评价体系。然后,基于

2015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的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借助ArcGIS10.2和 GeoDa1.12软件工具对长

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能力进行空间格局及空间关系特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基于共线性-变异系数指标筛选模

型构建的区域绿色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用 62.2%的指标反映了 92.1%的原始信息,能够客观地检验和衡量研究区

绿色创新能力的水平和问题。(2)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能力整体偏低且发展不均衡,26个城市指数得分的平均值仅

为 0.225,得分第一的上海市是最后一位铜陵市的 7倍,城市绿色创新能力和区域协同创新有待提升。(3)绿色创新能

力相对较高的城市多沿长江或者沿海岸线分布,在空间上呈“之”字型的分布特征;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能力在

空间上表现出一定的空间依赖和空间联系,印证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间绿色协同创新发展,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的可

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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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知识经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绿色创新逐渐成为区域与城市增长的关键动力。开展绿色创新能力评价是实现区域经

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1]。长三角城市群是我国最具经济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对城

市绿色创新能力水平客观地评价,利于城市群中各个城市找准自身定位,进一步优化绿色创新发展。同时,探究长三角城市群城市

间创新能力的空间特征,助于推动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发展一体化,对其他城市及城市群的绿色创新能力提升具有借鉴意义。 

自 1989 年 Pearce 等
[2]
提出“绿色经济”的概念以来,“绿色经济”的内涵便被不断拓展。Schiederig 等

[3]
、Karakaya 等

[4]

利用 Google Scholar 数据库对 1990～2012 年的文献分析发现“绿色创新”相关的研究自 2005 年开始岀现,2008 年开始快速增

加,国际学界广泛使用“绿色创新”的概念并从不同角度丰富相关研究,其中很多学者对绿色创新能力评价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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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根据研究单元的不同,学者们主要针对 4 个不同尺度层面的单元进行创新能力评价,即国家层面、省级层面、行业层面、企

业层面。从国家层面来看,OECD构建的《奥斯陆手册》(OSLO Manual)已成为国际认可的创新调查指南,是评测各个国家创新能力

必备的指导书
[5]
。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二十国集团国家创新竞争力黄皮书《二十国集团(G20)国家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

(2017—2018)》,着力对 G20 国家绿色创新进行比较分析,以期为各国绿色创新发展提供借鉴[6]。从省级层面来看,曹慧等[1]从创

新投入、创新产出、绿色发展 3 个方面构建了区域绿色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认为我国省级绿色创新能力分布不均衡,整体水

平偏低。华振[7]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环境层面构建了评价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指标体系,对东三省进行评价。从行业层

面看,李晓阳等[8]基于 SBM-DEA三阶段方法,评估中国省级区域的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毕克新等[9]主观筛选构造了中国制造业绿色

创新能力指标体系。从企业层面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构建了测评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指标体系[10]。张妤舟等[11]构建了由

投入、研发、产出和管理四大能力要素构成的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评价体系。 

纵观现有研究,学者们在选取指标时多参考借鉴前人已有研究,并根据专业领域和视角的不同对指标的选取进行了甄别和取

舍,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针对绿色创新能力评价的研究尚有不足。权威机构构建的指标体系在评价区域创新能力上具有很强的针

对性,但在反映绿色可持续方面的评价指标较为欠缺;指标体系存在信息冗余的不足,且多数研究的指标构建较为狭隘,多涵盖工

业和城市生活指标,而忽略了其他行业和城市以外区域的指标;由于研究尺度的差异,构建的指标体系也表现出适用范围的局限

性;此外,现有文献基于行政划分的省际或省域内城市的绿色创新能力研究较普遍,但对空间组织紧凑、经济联系紧密的城市群的

研究较少涉及。 

基于此,本研究从梳理总结区域绿色创新能力的内涵出发,在借鉴前人指标选取方法及结果的基础上,构建区域绿色创新能

力评价框架,并基于共线性-变异系数法对构建的评价指标进行筛选,进而确定定量评价的最终指标,建立区域绿色创新能力评价

指标体系。仅以城市为单位来衡量绿色发展水平,会由于城市产业结构和发展定位等的显著差异,造成城市间缺乏可比性,难以形

成有效的评价,以城市群为单位来衡量、对比、评价绿色发展水平更有意义
[12]

。文章选取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区域,对其绿色创

新能力进行测评,并进一步探讨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间绿色创新能力空间格局及关联特征。 

1 区域绿色创新能力概念界定及评价框架 

目前,学者分别对企业、产业、区域和国家等尺度的创新能力进行了内涵界定,但针对区域绿色创新能力的界定偏少。绿色

创新通常和“可持续创新”“生态创新”“环境创新”相混淆[13]。1912年,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创新理论”。

熊彼特认为创新者将资源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组合,创造出新的价值。熊彼特界定了创新的五种形式:开发新产品、引进新技术、

开辟新市场、发掘新的原材料来源、实现新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创新”的关键在于创造出新的价值。

张继宏
[14]

总结分析近些年绿色创新研究的成果后认为,可持续性强调的是代际间的公平与效率问题,而生态创新强调的是同代的

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综合来看,绿色创新包含了两层含义,即代际间的公平性和同时代的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公平

性。这两层含义均肯定只要在创造新价值促进交易的基础上比之前的生产或生活方案对环境资源有更少的消耗或更少的破坏都

可称为“绿色创新”。 

结合以上分析,文章认为区域绿色创新能力是区域的生产或生活活动在创造新价值的同时比之前对环境资源有更少的消耗

的能力,主要体现出创新性、低消耗和强能力 3 个原则。本研究用绿色创新投入和产出表征区域的创新性和低消耗,用绿色创新

基础表示区域具备的强能力,来构建区域绿色创新能力评价框架。其中绿色创新投入包括人力、物力和资金投入 3个二级准则层;

绿色创新产出包括创新技术产出和创新产品产出 2个二级准则层;绿色创新基础包括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和环境基础 3个二级准

则层(表 1)。 

表 1区域绿色创新能力评价框架 

 
一级准则层 二级准则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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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创新能力 

X1绿色创新投入 

X1-1人力投入 

X1-2物力投入 

X1-3资金投入 

X2绿色创新产出 

X2-1产品产出 

X2-2技术产出 

X3绿色创新基础 

X3-1经济基础 

X3-2社会基础 

X3-3环境基础 

 

2 绿色创新能力评价体系构建及实证分析 

2.1 技术路线及数据来源 

2.1.1 技术路线 

文章在参考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首先海选出与区域绿色创新能力评价相关的指标,并结合案例区实际数据,根据可观测性原

则、冗余信息最小化原则、信息含量最大化原则,删除不可获得指标,并尽可能多的保留指标。其次对获得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

理,并进行指标间共线性-变异系数检验,剔除冗余指标,若信息贡献率满足评价指标体系合理性的判断准则,则剩余的指标就是

最终确定的评价指标。最后利用熵权法对指标附加相应权重并计算,得到最终的区域绿色创新能力得分(图 1)。 

 

图 1选取指标技术路线及处理方法 

2.1.2 数据来源 

长三角城市群是“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交汇地带,在国家现代化建设整体布局和开放格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2016 年 5 月,国务院正式批复《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15],标志着长三角城市群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根据该规划的

界定,长三角城市群是由以上海为核心、联系紧密的多个城市组成,其范围包括 26 个城市。本文以长三角城市群 26 市为基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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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单元,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和可获得性,研究的时间节点为 2015 年。本文的数据大部分来源于《上海统计年鉴 2016》《安徽统

计年鉴 2016》《江苏统计年鉴 2016》《浙江统计年鉴 2016》《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6》《中国环境年鉴 2016》,另有部分数据来源

于 26 个城市 2015 年的统计公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城市绿色创新能力空间分布的 GIS 底图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

中心数据库,采用西安1980坐标投影系统。考虑各个指标的量纲和数量级不同,利用离差标准化法对不同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来提高分析数据的可靠性。 

2.2 评价指标筛选方法及过程 

本文运用离差标准化法[16]、熵权法[17]等多种分析方法,关键技术是综合运用共线性-变异系数进行指标筛选。运用共线性-变

异系数的指标筛选,能够尽可能确保指标最大化反映研究问题,同时使信息更简洁和精准。该研究通过以下 4 个步骤实现指标筛

选:海选指标并标准化处理;为使同一准则层内指标反映信息不重复,通过共线性检验,剔除方差膨胀因子大于 10 的指标;通过变

异系数计算指标信息含量,筛选出准则层内大于变异系数均值的指标,确保筛选出的指标对评价结果有显著影响;对其合理性进

行判断,最终确定评价指标体系。 

(1)指标初选及标准化 

文章根据构建的评价框架,初步遴选出 90 个区域绿色创新能力评价指标。在初选的 90 个指标中,剔除人均生活用电量

(kW·h)、科技进步率(%)、福利满意度(%)、生态环境满意度(%)、新产品产值(千元)、新申请注册商标(件)、重点污染治理项

目数(个)、污染治理项目完成投资额(万元)等 16 个不可观测的指标。保留 74 个指标,其中正向指标 63 个,逆向指标 11 个。依

据离差标准化法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方法请参阅文献 16和 17)。 

(2)运用共线性检验进行指标筛选 

这是剔除不可获得指标后,进行评价指标的再次筛选。筛选地目的是在准则层内,找出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指标并剔除,避免不

同的指标反映信息的重复。该方法的实现路径是,在各个二级准则层内,对指标层的被解释变量指标 i 和解释变量除指标 i 以外

的其他指标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可决系数 R2
i。R2

i的值越小,表明指标 i 与其他指标反映的信息差异越大,即保留指标 i;R2
i的值越

大,表明指标 i反映的信息越可以被其他指标所替代,故删除指标 i。可决系数 R2i的公式表示如下: 

 

式中:R2
i为 i指标的可决系数;x¯i为 i指标的均值;x^ij为 j地区 i指标的 OLS 估计值。 

设 VIFi为指标 i的方差膨胀因子,则: 

 

式中:VIFi表示某个二级准则层下 i指标与其他指标的相关程度,用来计算 i指标与其他指标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可能性。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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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Fi的值大于10,则表明 i指标与准则层内其他指标存在信息的重复,故应删除 i指标,若 VIFi小于 10,则应保留该指标[18]。 

以二级准则层 X1-2物力投入为例,说明共线性检验指标筛选的分析过程。将二级准则层 X1-2下的第 14-27 列数据代入式(2)计

算各指标的方差膨胀因子 VIF。只有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亿元)、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占总额比例

(%)和每千公顷农作物化肥使用量(t/hm2)3个指标的方差膨胀因子大于10,其余指标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或等于10,因此将这3

个指标剔除掉,保留准则层内其余指标。其他二级准则层的指标筛选均按照该步骤逐次进行。最终通过共线性检验对指标进行筛

选,剔除掉 19个指标,保留55个指标。 

(3)运用变异系数进行指标筛选 

通过变异系数来计算指标信息的含量,保留准则层内大于变异系数均值的指标,使其对评价结果具有显著影响,且更加的精

简。变异系数的值越大代表指标数据包含的信息量越大,反之越小,在评价中体现为对评价结果鉴定能力的强弱[19]。 

 

式中:vi为第 i 个指标的变异系数;n 为被评价区域的个数;x¯i为第 i 个指标各区域数据的均值;xij为第 i 个指标第 j 个地区

的具体值。 

以二级准则层 X1-1人力投入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从业人数占就业人口比例(%)为例,说明通过变异系数筛选指标的过程。

将该指标所对应的各市数据及其均值 0.176 代入式(3),得到该指标的变异系数为 1.589。同理,计算二级准则层X1-1人力投入中其

余指标的变异系数,并计算变异系数的均值,保留变异系数大于均值的指标。按照该步骤对其他准则层的指标逐一筛选。通过筛

选,删除了卫生和社会工作固定资产投资额占总额比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就业人口比例(%)等 9

个对区域绿色创新能力评价影响不显著的指标,最终保留 46个指标。 

(4)进行筛选后指标合理性判断 

通过共线性-变异系数的方法筛选后的保留指标对原始信息的反映情况用信息贡献率来表示
[20]
。 

 

式中:In表示指标的信息贡献率;S表示指标矩阵的协方差矩阵;trS表示协方差矩阵的迹;s表示筛选后的指标个数;h表示原

始指标个数。信息贡献率表示筛选后指标的方差之和trSs在原始指标的方差之和 trSh中所占的比重。 

进一步对指标的合理性进行检验。利用式(4)计算原始数据筛选后指标的信息贡献率,保证指标的合理性。 

 

数据检验发现,从 74个指标筛选出的 46个指标能反映 96.1%的原始信息,说明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具有代表性,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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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确定评价指标体系 

通过以上方法对指标进行筛选,共保留 46个指标,其中正向指标 40个,逆向指标 6个。本文运用熵权法对构建的指标体系进

行加权处理,各城市的绿色创新能力指数由各指标标准化后的加权和表示,最终确立区域绿色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表 2)。 

2.3 研究区实证分析 

运用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对2015年长三角城市群各个城市的绿色创新能力进行计算,得到各城市绿色创新能力指数(图2)。

整体来看,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能力相对较低,26个城市指数得分的平均值只有0.255,说明研究区绿色创新发展还有很大的进

步空间;研究区城市间绿色创新能力发展不均衡,最高分的上海市和最低分的铜陵市相差 0.635,上海市绿色创新能力是铜陵市的

7 倍,差异明显。从单个城市来看,上海市是绿色创新能力的高地,其指数值最高,达到 0.742,位居其次的苏州市与其相差 0.162,

并明显高于其他区域。上海市多年一直致力于打造优越的可持续的创新环境,从体制改革、财政支持、简政放权、优化服务等各

方面入手,已经系统地构建了包括创新产业园、科技创新中心等在内的一系列利于企业创新的科创平台,其绿色创新能力表现突

出。 

表 2区域绿色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1)一级准则层 (2)二级准则层 (3)三级指标层 (4)权重 (5)正、逆向 

X1创新投入 

X1-1人力投入 

专业技术人员数(万人) 0.029 正 

从业人员期末人数(人) 0.024 正 

R&D 折合全时人员(人年) 0.021 正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从业人数占就业人口比例(%) 0.032 正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从业人数占就业人口比例(%) 0.014 正 

教育从业人数占就业人口比例(%) 0.013 正 

万人拥有执业医师、助理医师数(人) 0.006 正 

X1-2物力投入 

计算机互联网用户(万户/万人) 0.048 正 

公共图书馆总藏量(万册) 0.020 正 

人均拥有道路面积(m2) 0.004 正 

每千公顷农作物拥有节水灌溉机械数(台/hm2) 0.008 正 

每千公顷农作物拥有联合收割机数(台/hm2) 0.002 正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占总额比例(%) 0.011 正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占总额比例(%) 0.004 正 

教育从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占总额比例(%) 0.005 正 

X1-3资金投入 实际到帐注册外资(亿美元) 0.036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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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支出(亿元) 0.032 正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内部支出(万元) 0.036 正 

X2创新产出 

X2-1产品产出 

第三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 0.022 正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亿元) 0.043 正 

新产品产值(千元) 0.068 正 

有研发活动企业占规模以上企业比例(%) 0.021 正 

X2-2技术产出 

专利申请量(件) 0.099 正 

技术合同金额(万元) 0.097 正 

X3创新基础 

X3-1经济基础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0.015 正 

人均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万元/人) 0.034 正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0.015 正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个) 0.020 正 

X3-2社会基础 

城镇登记失业率(%) 0.006 逆 

人均日生活用水量(L) 0.006 逆 

出生率(‰) 0.010 正 

死亡率(‰) 0.007 逆 

人均寿险投入额度(元/人) 0.021 正 

研究与开发机构个数(个) 0.057 正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2) 0.006 正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0.009 正 

X3-3环境基础 

单位 GDP用电量(kW·h/元) 0.004 逆 

森林覆盖率(%) 0.012 正 

环境空气质量良好以上天数(d) 0.007 正 

造林面积占土地面积比重(%) 0.020 正 

工业产值能耗(吨煤/万元) 0.003 逆 

工业企业重复用水量(万 m
3
) 0.024 正 

全社会客运量(万人) 0.019 正 

污水处理率(%) 0.003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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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粪便无害处理率(%) 0.002 正 

单位产值废气排放量(万 nm3/万元) 0.003 逆 

 

 

图 2 2015年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能力指数得分 

3 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能力空间特征分析 

3.1 空间格局分析 

借助 ArcGIS10.2 软件,利用自然断裂点分类方法对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能力指数进行分类并可视化展示(图 3)。 

从分类结果来看,可分为 5 个类别。第一类包括上海市、苏州市、南京市、杭州市、无锡市 5 个城市;第二类包括宁波市、

绍兴市、合肥市、常州市、南通市 5 个城市;第三类包括嘉兴市、盐城市、镇江市 3 个城市;第四类包括台州市、扬州市、金华

市、泰州市、湖州市、芜湖市 6个城市;第五类包括滁州市、马鞍山市、舟山市、安庆市、宣城市、池州市、铜陵市 7个城市。 

从空间格局特征来看,整体上,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能力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特征。指数高的城市多沿长江或者沿海岸

线分布,空间上呈“之”字型(南通-南京-上海-杭州-宁波)分布特征,此结果在曾刚等[21],陈炳等[22]的研究中得到印证,值得注意

的是在他们对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和长三角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情况的分析中,研究区域表现出来的空间特征为“Z”字型(不包

括南通),本文南通综合得分高主要受益于绿色创新产出指标得分,其值为 0.13,排名第八位,这与上海社科院长三角与长江经济

带研究中心发布的 2017年度长三角城市群科技创新驱动力城市排名报告中南通市的科技创新驱动力排名第九位基本一致
[23]
。局

部上,杭州湾和环沪城市的绿色创新能力最为突出,这与其优越的地理区位密不可分。城市群西部外围城市绿色创新能力较低,尤

其是安徽省整体水平表现较差,安徽省属于中部地区,其虽临近“沪宁杭”“苏锡常”等相对发达的城市,但其在经济基础和绿

色创新投入产出上与这些城市仍有一定差距;省会城市绿色创新能力一般较省内其他城市高,作为所属行政区域的政治、经济、

文化等各方面中心,省会城市依然是省内各种资源的集聚地,在绿色创新发展上表现也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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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5年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能力空间格局 

3.2 空间关联特征分析 

文章借助 ArcGIS10.2 和 GeoDa1.12 空间数据分析软件,利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
[24]
,通过全局和局部莫兰指数的测算,对长

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能力进行空间关联特征分析。 

3.2.1 整体相关性分析 

对城市绿色创新能力空间相关性的测算,首先需要构建各个城市间的空间权重矩阵,本文利用 Anselin[25]提出的距离的倒数

平方空间矩阵来说明城市间绿色创新相互作用受距离的增加而衰减的影响,最终计算结果如图 4 所示。不难看出,研究区绿色创

新能力全局空间Moran指数显著大于0,P值为 0.039,说明在0.05置信水平下显著,研究区存在高度的空间相关性,表明绿色创新

能力指数相近的城市在空间上呈现一定的集聚态势,即存在高值或低值集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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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能力 Moran’sI 散点 

3.2.2 局部相关性分析 

依据全局空间相关性分析结果,计算绿色创新能力 LISA 值并可视化(图 5)。可以看出,高-高集聚区集中在东部地区,包括上

海市、苏州市、南通市、常州市 4个城市,这几个城市具备良好的地理区位条件和发展基础。上海市绿色创新投入、产出及基础

均位列前两名,具有绝对的高值优势。苏州市的绿色创新产出得分位居第一位,绿色创新基础位居第二位,综合得分高于除上海以

外的周边区域。常州市尽管总得分没有无锡高,但临近常州的其他区域的得分较低,在局部形成高值区域。南通市绿色创新投入

及绿色创新产出指标表现突出。这些城市是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的“热点”区域;而低-低区域分布在西南地区,全部为安徽省

的城市,分别为宣城市、芜湖市、铜陵市、池州市,这几个城市的各项指标几乎都处于长三角城市群的劣势,且北边与南京、无锡、

常州得分高值区域相邻,东边与杭州相邻,在空间上形成低低集聚的特征,是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的“冷点”区域。低-高区域

只有嘉兴市一个城市,分布在高值集聚区南侧,其南边的杭州市、绍兴市、宁波市绿色创新能力相对较高,这与曾刚等[21]对长三角

区域一体化的研究基本一致,其从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水平指标分析认为,嘉兴、淮安、滁州等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较低。从分指

标得分对嘉兴进一步分析发现,其绿色创新基础排名靠后,尤其是环境基础得分仅为 0.17,排在倒数第一位,说明嘉兴的环境状况

差拉低了其综合得分,根据浙江省环境监测中心对 2015 年度全省生态环境状况评价结果,嘉兴市排名倒数第一,印证了这一结论
[26]。与周边其他城市相比,嘉兴市未来应大力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才能更好的发展。高-低区域也只有合肥市一个城市,分布在低

值集聚区北侧。作为安徽省的省会城市,合肥市被安徽省绿色创新能力指数较低的地市环绕,在空间上形成一个局部的“高地”。 

 

图 5 2015年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能力空间关联特征 

4 结论及讨论 

本文在运用共线性-变异系数分析方法构建区域绿色创新能力评价体系的基础上,测算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能力指数,并

借助ArcGIS10.2和 GeoDa1.12空间数据分析软件,利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对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能力空间特征进行分析,得

到以下主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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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用共线性-变异系数分析方法构建区域绿色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能够很好地检验和衡量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能

力的总体水平和存在问题。 

文章构建了包含绿色创新投入、绿色创新产出、绿色创新基础3个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标,46 个三级指标的评价体系,对长

三角城市群 26 个城市的绿色创新能力进行测算,研究发现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能力相对较低,尚有很大的进步空间;长三角城

市群城市间绿色创新能力发展不均衡,城市间差异明显;上海市是绿色创新能力的高地,明显高于其他区域。 

(2)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能力空间分布特征明显,与区域范围内的城市经济发展格局具有一定的耦合性,绿色创新能力行

政指向性仍较为明显。从空间格局特征来看,指数高的城市多沿长江或者沿海岸线分布,空间上呈“之”字型分布特征;杭州湾和

环沪城市绿色创新能力最为突出,城市群西部外围城市绿色创新能力较低;省会城市绿色创新能力一般较省内其他城市高。 

(3)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能力在空间上表现出一定的空间依赖和空间联系。低-低区域和高-高区域的分布特征表明研究区

绿色创新能力的“冷热”两重天,东西差异明显;高-高区域在东部呈现一定的集聚形态,表明绿色创新能力具有一定的空间溢出

效应,地理临近的区域更有利于实现绿色创新的协调发展;而以合肥为中心形成的“高地”,表明安徽省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中依然无法摆脱中心集聚的发展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嘉兴市形成明显低于周边城市的“洼地”,提升城市生态环境建设是其自

身发展以及融入一体化发展的关键举措。 

通过从大量指标中进行指标的筛选显然能尽可能的做到用精准的指标反应研究的问题,但操作步骤较为繁琐,并可能因为不

同研究区数据的差异而出现评价指标的变动。本文对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能力进行测算和空间特征分析,但并没有深入分析造

成这种现象的具体原因,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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